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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来，人工智能（AI）技术在医疗领域的应用日益广泛。研究显示医疗 AI 不仅能提升诊疗效率，还能

够进行个体化健康管理、优化医疗资源分配，展现出巨大潜力。然而，医疗 AI 在“技术赋能”的同时，也伴随着一系列

伦理悖论，主要体现为技术创新与人文价值守护的冲突。本文基于意大利科技哲学和伦理学家Floridi 提出的 AI 伦理框

架，系统分析了医疗AI在尊重自主、不伤害、行善、公平性、可解释性五大核心伦理原则上的悖论表现，从技术层面、

社会层面、哲学层面解释了这些悖论的成因，并提出以下应对策略：一是提高可解释性、算法审计技术、差异化数据采

集技术、隐私保护技术、人类监督和控制技术，加强技术治理；二是完善伦理规制，建立适应技术发展节奏的动态伦理

治理机制、分级分类管理模式、负责任创新机制，进一步完善数据安全、算法伦理责任认定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三是建

立全球协同体系，构建医疗 AI 全球性治理框架，建立统一的开发与应用标准，促进跨国政策协调与技术标准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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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 In recent year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the medical field. Research shows that 
medical AI can not only improv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efficiency, but also enable personalized health management and 
optimize the allocation of medical resources, demonstrating enormous potential. However, while “technology empowers”, 
medical AI is also accompanied by a series of ethical paradoxes, mainly manifested as the conflict betw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the protection of humanistic value. Based on the AI ethical framework proposed by Italian philosophy and 
ethicist Floridi,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paradoxical manifestations of medical AI and the possible causes in 5 core 
ethical principles: respecting autonomy, not harming, doing good, fairness, and interpretability. It also explains the causes of 
these paradoxes from technical, social, and philosophical levels, and puts forward the following coping strategies: first, to 
improve explainability, algorithm audit technology, differentiated data collection technology, privacy protection technology, 
and human supervision and control technology, strengthening technical governance; second, to improve ethical regulations 
and establish a dynamic ethical governance mechanism that adapts to the pace of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a hierarchical 
management model, and a responsible innovation mechanism, further improving the legal and regulatory frameworks in terms 
of data security, algorithm ethical responsibility recognition, etc; and third, to establish a global collaborative system, build 
a global governance framework for medical AI, establish unified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standards, and promote cross-
border policy coordination and technical standard doc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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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 
技术被广泛应用于医疗保健领域，在医学图像分

析、疾病诊断模型构建、疗效预测与评估、个体化

治疗方案的制定、患者护理与病情监测、发病机制

预测、个体化健康管理和药物研发等方面均展现出

巨大潜力。Grand View Research 公司的研究报告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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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2023 年全球医疗保健领域 AI 市场规模估计为

192.7 亿美元，预计 2024 至 2030 年的复合年增长率

将达到 38.5%［1］。该公司还预测，随着 AI 在医疗

保健中的部署，医护人员花费在行政和监管活动上

的时间将减少，医生花在患者身上的时间将增加大

约 20%，而护士与患者相处的时间将增加约 8%［2］。 
这预示着 AI 可能会改变传统的医疗保健模式，重

塑现代医疗体系。然而，医疗 AI 在快速发展的过

程中也暴露出诸多伦理问题，如算法偏见、隐私保

护、透明度等［3］；此外，医疗 AI 能够辅助医生作

出诊疗决策，其实施的安全性还引发了责任归属、

主体性危机等争议［4-5］。

医疗 AI 通过深度学习和大数据模型极大地提

升了诊疗效率，为医学价值的实现和人类福祉提供

了技术手段，但患者的隐私和尊严、医护人员的价

值和人道主义精神可能被边缘化，表现出潜在的矛

盾或逻辑局限性，即伦理悖论。当个体或社会面临

复杂的伦理困境时，这种悖论特征尤为凸显，往往

难以找到完全符合道德标准的解决方案。本文系统

分析医疗 AI 发展和应用中伦理悖论的表现形式、

产生机制和应对路径，为构建负责任的医疗 AI 发
展框架提供参考。

1　医疗AI伦理悖论的理论基础

1.1　生命伦理学基本原则 生命伦理学原则主义［6］ 

提出了生命伦理学的四大基本原则：（1）尊重自

主原则，是指尊重患者或受试者的自主决策权、承

认其有权根据个人价值观和信念做出选择，例如

“知情同意”需确保患者充分理解治疗风险、收益

及替代方案后自愿做出决定，即使这种决定可能对

患者不利；（2）不伤害原则，是指医疗行为应尽

量避免对患者造成伤害，医生应权衡医疗干预的风

险与收益，尽可能避免可预见的伤害或将可预见但

不可避免的伤害控制在最低限度；（3）行善原则，

是指医疗行为应维护或增进患者利益，医生应主动

促进患者的福祉、提供积极的医疗帮助，例如为患

者选择最佳治疗方案、推广疫苗接种以保护群体健

康；（4）公正原则，是指公平分配医疗资源、避

免歧视或不公，例如器官移植的等待名单应基于医

学标准而非社会地位、政策制定中应确保弱势群体

也能获得基本医疗服务。这四项原则构成了现代医

疗伦理的核心基础，为医疗 AI 实践提供了系统性

伦理分析工具。

1.2　技术伦理视角 虽然有学者提出未来 AI 可
能成为类人生命，AI 伦理研究的终极目标将是生

命伦理［7］，但目前的主流观点仍将 AI 看成是工具

属性，因此，讨论医疗 AI 的伦理问题时仍然需要

考虑技术伦理的角度。意大利科技哲学和伦理学

家 Floridi 和 Cowls［8］对多个权威 AI 伦理原则体系

进行比较分析后，建立了一个包含五大核心原则的

伦理框架，其中 4 项源自生命伦理学常用的基本原

则——行善、不伤害、自主和公正，这不但与医疗

实践中涉及的生命伦理原则重叠，也与 AI 具有“类

人”属性、其伦理范式向生命伦理转变的观点［7］相

契合；另一项原则是可解释性，该原则包含知识层

面的可理解性（解答技术运作原理）和伦理层面的

问责性（明确责任主体）2 个维度。从发展轨迹来

看，伦理规范往往滞后于技术发展，因此，技术伦

理的本质是回答一个问题：“我们能够做，但是否

应该做？”其目标不是阻碍创新，而是引导技术成

为人类文明的赋能者。

1.3　医疗 AI 的特殊性 医学伦理所解决的风险主

要来自对患者进行（或不进行）的干预。传统医疗

依赖于医生的医德、学识与经验，医疗 AI 则是将

诊疗资料经过标准化和量化处理转化为可计算的数

据而辅助医疗活动，因此既不能以“工具论”简单

对待 AI，也不能因其拟人化表现而赋予其道德主

体地位。与传统医疗技术相比，医疗 AI 具有算法

不透明性、数据依赖性、自主决策能力，这些特征

放大了伦理风险。尽管临床决策对患者的影响通常

是可观察的，但开发人员在设计、培训和配置不同

用途的 AI 系统时所做决策的影响可能并不会在某

次或某些医疗决策中显现出来，然而一旦显现（如

误诊、误治）则可能引发严重后果，甚至危及生命

安全。AI 系统是“不透明的”，“黑箱”算法缺

乏可解释性，一旦导致严重后果将很难回溯：医生

无法验证 AI 诊断的合理性，患者无法知晓治疗建

议的依据，监管机构难以评估系统的安全性与公平

性。由于没有人能完全理解系统的设计或功能，也

无法预测其行为，即使发现了问题也很难追溯到具

体的责任成员或行动，因此必须在影响系统设计、

培训和配置的参与者网络中分配责任［9］。与其他

领域相比，在医疗保健领域实施AI还存在易用性、

有效性、准确性和成本效益的矛盾，以及对危重疾

病的适用性、患者隐私、医生和患者的行为阻力等

更加复杂的问题［10］。

2　医疗AI伦理悖论的表现

2.1　尊重自主原则的悖论 医疗 AI 尊重自主原则

的悖论在于它本应增强患者自主性，却可能因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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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限性、算法偏见和责任模糊，反而削弱患者的真

实选择权。患者的自主性建立在充分理解治疗方

案的风险与收益之上，但 AI 系统的决策过程（如

深度学习模型的“黑箱”特性）往往超出普通患者

甚至医生的理解能力［11］，这可能导致患者无法真

正理解 AI 参与的程度和风险，签署的知情同意书

流于形式，无法真正发挥自主性。在医疗 AI 的研

发过程中需要使用大量的数据，数据采集与使用的

伦理边界模糊不清，患者理论上拥有数据主权，但

往往不清楚自己的检查结果如何被用于算法优化，

实际上无法控制数据在 AI 训练中的使用方式。医

疗 AI 通常以“效率”“准确性”作为评判指标，

旨在提高医疗效率、诊断准确率，获得最佳医疗结 
果［12］，这种目标导向可能导致其以“效率”或“最

佳医疗结果”为由隐性引导患者选择特定的治疗方

案，而忽视了患者的实际需求，形成 AI 层面的“医

疗家长主义”［13］，算法获得事实上的决策权，而

患者自主选择权被削弱。

2.2　不伤害原则的悖论 生命伦理学中的不伤害

原则要求医疗行为应尽量避免对患者造成伤害。

AI 中的不伤害原则源于阿西莫夫的机器人三定 
律［14］，即确保 AI 系统不会对人类造成伤害。医

疗 AI 伦理具有生命伦理学所固有的不伤害原则的

悖论，例如，若优先救治生存率更高的轻症患者则

可能被视为“伤害”重症患者，许多医疗干预本身

具有伤害性（如手术创伤、化疗不良反应）但并

不是对所有患者都能获得更大治疗收益，现代生命

支持技术可以维持不可逆患者的生物学生命但可

能延长其痛苦，等等。医疗 AI 能提高诊断效率，

但可能削弱医护人员和患者之间的互动，使患者体

验不到人文关怀，心理上受到伤害，感到恐慌和孤

独。有研究调查了 2 119 例患者对 AI 与放射科医

师诊断的看法，其中 76% 的受访者表示如果仅由

AI 做出诊断会感到不适［15］，这表明患者对 AI 的
接受度仍然有限，强调了医生在患者情绪管理中的

重要性。医疗 AI 在不伤害原则方面还有其自身的

伦理悖论，例如，算法偏见可能导致误诊、误治，

“AI 幻觉”生成的虚假或错误内容可能影响人类的

判断甚至造成现实伤害［16］。此外，一些先进的 AI
技术本身也具有潜在的伤害性，如脑机接口技术硬

件植入导致的神经损伤、软件误判引发的肢体动作

失控、神经数据采集与传输过程中的隐私泄露等

风险难以避免［17］，成为 AI 伦理学研究面临的重要 
挑战。

2.3　行善原则的悖论　医疗 AI 面临的行善原则悖

论主要源于 AI 技术的特性与传统医学伦理框架之

间的张力。在人类传统道德体系中存在一种基本

矛盾，即当“做好事”的标准本身存在多个维度的

冲突时，任何对于某一维度属于“行善”的行为都

可能同时在另一个维度上造成伤害。医疗 AI 基于

大数据和算法运行，倾向于追求人类整体的健康利

益，但数据来源毕竟是有限的，而不同医疗环境中

患者群体和临床实践具有可变性和复杂性，AI 系
统无法完全捕捉到这些特征［18］，这会导致一些个

体的特殊诊疗需求被忽视，从而引发集体行善与个

体权益的冲突。AI 可弥补医疗资源不足、优化医

疗资源分配，但技术门槛可能使弱势群体（如低收

入和偏远地区人群）更难获得优质服务，导致“技

术排斥”［19］。某些 AI 研发机构在未充分告知的情

况下，将患者的医疗影像数据用于算法训练，虽然

最终开发出了更优秀的诊断工具，对于医疗进步和

广大患者福祉是“善意”的，但仍侵犯了个人知情

同意权和隐私权，引发了广泛争议［20］。对于医护

人员来说，医疗 AI 可提高诊疗效率，但过于依赖

AI 技术可引发医疗能力退化，使自身的判断力和自

我价值降低；此外，一些医疗岗位可能被 AI 替代，

给医护人员带来巨大的压力和失业风险。

2.4　公平性原则的悖论　WHO 的《人工智能健康

伦理指南》提出，应鼓励尽可能广泛、适当、公平

地使用和获取医疗 AI［21］。医疗 AI 在追求公平性

原则的过程中面临着技术鸿沟、算法歧视和商业化

壁垒三重困境，这些因素共同加剧了医疗资源分配

的结构性不平等。技术鸿沟问题表现为发达地区与

欠发达地区、城市与农村、不同社会经济阶层之间

在 AI 医疗技术获取能力上的显著差异。一项系统

综述分析显示，不可靠的互联网连接、缺乏设备、

员工和管理层动力不足、资源分配不均及道德问题

是影响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卫生系统从 AI 干预

受益的障碍［22］。算法歧视问题往往更为隐性，这

取决于数据来源。医疗 AI 系统通过机器学习从历

史数据中提取诊疗规律，但这些数据往往带有系统

性偏见，如少数族裔的就诊记录不足、女性患者的

症状描述被简化、罕见病样本占比过低等［23］。商

业化壁垒给医疗 AI 造成了严重的普适性和可及性

问题。专利保护和技术垄断导致先进 AI 诊疗工具

价格居高不下，普通医疗机构难以承担。同时，企

业为追求投资回报，往往优先开发针对付费能力强

的专科疾病 AI，而忽视公共卫生需求更大的基础

病种。这种市场导向的研发模式使医疗 AI 非但没

有成为均衡资源的工具，反而成为加剧医疗市场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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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效应的推手。

2.5　可解释性原则的悖论　医疗 AI 可解释性原则

旨在使 AI 的决策过程透明、可理解，以增强医生

和患者的信任，提高可解释性是加强伦理监管的重

要措施。然而高性能的机器学习模型通常基于更

复杂的算法，以“黑箱”方式运行，其决策逻辑难

以直观理解，因此缺乏可解释性［24］。这与患者获

得解释的权利与获得最佳治疗的权利相互冲突。缺

乏可解释性的 AI 系统也对医护人员造成了困惑，

因为医护人员需要理解 AI 做出决策的原因，才能

判断其是否合理可靠。然而，在急诊或手术等场景

下，医生可能需要 AI 快速提供诊断建议而非冗长

的解释过程，过度强调可解释性反而会降低 AI 的
实时响应能力［25］。有学者调查了在医疗保健和非

医疗保健场景中公众对 AI 系统的可解释性和准确

性之间权衡的认知情况，结果发现，在医疗保健场

景中公众更重视 AI 系统的准确性而非可解释性，

在非医疗保健场景中公众对可解释性的重视程度与

准确性相当甚至更高；决策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

提高服务效率的潜力是公众支持准确性的主要理

由，个人和社会有更多的学习机会、增强人类识别

和解决系统偏差的能力则是公众支持可解释性的主

要原因［26］。这表明医疗 AI 的可解释性并非单纯靠

技术就能解决，还涉及临床实践、伦理、法律和公

众认知等，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

3　伦理悖论的成因分析

3.1　技术层面的根源　数据、算法和算力是 AI 的
“三驾马车”。数据是 AI 训练的基础，但医疗数

据往往存在系统性偏差，如历史数据中包含的社会

偏见（如种族、性别、经济地位等）信息、训练样

本的代表性不足、数据标注的主观性等，这些偏差

会在 AI 模型的训练和应用过程中被放大，导致伦

理问题。Glickman 和 Sharot［27］对 1 401 名参与者

开展了一系列实验，结果显示人类与 AI 的互动改

变了人类感知、情感和社会判断的过程，AI 系统

放大了偏见，这些偏见被人类进一步内化，引发了

滚雪球效应，即判断中的小错误会升级为更大的错

误。算法是 AI 的“大脑”。算法通常以准确率（如

AUC 值）和效率为核心优化指标，这种技术理性

导向可能系统性牺牲边缘群体的利益。一些深度学

习算法如神经网络等是一个“黑箱”模型，预设了

“效率优于透明”的价值排序，与医疗伦理要求的

“知情同意”原则形成根本冲突。算法依赖于特征

变量，这些特征变量可能带有隐性偏见（如性别、

社会地位等），容易造成歧视性判断［28］。此外，算

法以概率形式输出诊断结果（如“恶性肿瘤可能性

为 87%”），这种算法推荐对医疗决策具有隐性操控

的风险。算力是 AI 的动力引擎，面临能耗高、成本

高、资源分配不均等挑战。算力资源的不均衡分配

及其背后的伦理问题加剧了医疗 AI 的不公平性，影

响医疗服务的可及性及全球医疗资源分配［29］。

3.2　社会层面的动因　医疗 AI 的研发和应用高度

依赖于资本投入，而资本的逐利本质往往与技术

伦理目标相冲突。医疗 AI 的技术迭代非常迅速，

而法律和监管框架的出台存在滞后性，难以跟上技

术进步的步伐，导致伦理风险持续累积。欧盟《人

工智能法案》提出了对 AI 按风险高低进行分级管

理的策略［30］，但仍无法完全覆盖医疗 AI 发展的速

度和广度，而且缺乏具体的执行方案。当 AI 系统

出现误诊、误治等问题时，目前法律尚未明确界定

相关责任由谁承担以及如何承担，导致患者维权困

难。不同国家和地区对医疗 AI 的伦理要求存在差

异，例如，中国强调技术向善和 AI 安全，而欧美国

家更关注个人隐私和算法透明性，这些不同的监管

策略加剧了全球医疗 AI 发展的不公平性。公众对

医疗 AI 的认知异质性大、影响因素多，也是影响

伦理风险的动态因素。有研究调查发现，对于同一

个体，当其自身受到 AI 的直接影响时，其对 AI 的
感知更为消极；而当其他人受到 AI 的影响时，其

对 AI 的认知更为积极［31］。这些社会因素并非孤立

存在，而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构成了一个动态

交织的复杂系统，共同加剧了医疗 AI 发展中伦理

风险的隐蔽性和危害性。

3.3　哲学层面的发展规律　从哲学的视角看待医

疗 AI 的发展，可以更深刻地理解 AI 技术在医疗应

用中所面临的伦理挑战。一是矛盾论的视角。矛

盾论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核心组成部分，它强调事物

内部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揭示矛盾推动事物发

展的基本规律。医疗 AI 系统基于大数据而构建，

这种“普遍性”与患者个体的“特殊性”存在对立

统一的矛盾关系。医疗 AI 面临诸多挑战，如技术

瓶颈、数据质量、伦理担忧等，分清主要矛盾和次

要矛盾有助于抓住医疗 AI 发展的关键，促进 AI 健
康发展。AI 在提高诊断效率、优化治疗方案等方

面具有显著优势，但同时也可能带来误诊、过度依

赖、责任归属不清等问题，这种“既统一又斗争”

的关系不但推动着医疗 AI 技术不断改进和完善，

也促进了伦理机制的建设与发展。二是认识论的视

角。传统医疗实践的认知是基于临床经验的溯因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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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医生是具有道德意识和责任能力的认知主体，

其诊断行为建立在生物 -心理 -社会医学模式的整

体性认知上。而医疗 AI 的“认知”基于概率的算

法推理，其本质是统计模式识别，缺乏意向性和现

象学意识。机器是否真能理解疾病？ AI 是否具有

“拟主体性”？这些问题值得思考和研究［32］。三

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张力。马克斯·韦伯提出

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张力”是理解现代社会

理性化进程的重要框架，工具理性强调手段的有效

性与目的最优化，价值理性则关注行为本身的内在

价值与道德意义，两者的张力贯穿于现代社会的发

展［33］。在 AI 医疗背景下，传统医疗的“主体 -客

体”关系（医患互动）被异化为“人类 -算法 -患

者”的三元结构，临床知识从具身认知转变为可计

算的数据关系，这种重构导致工具理性（以效率、

量化指标为核心的技术逻辑）对价值理性（医疗的

人文关怀与伦理价值）的挤压，使诊疗行为从“共

情性实践”退化为“技术操作”。

4　应对策略

4.1　加强技术治理　医疗 AI 技术的发展既要符合

技术创新规律，又要遵循医学伦理原则，需要从多

个维度协同发力。随着医疗 AI 的应用越来越倾向

于深度学习，对可解释性的需求也在增长，这直接

关系到医生和患者能否理解、信任并有效使用 AI
系统的决策建议。与传统的“黑箱”算法相比，可

解释性 AI 专注于开发能够为其决策提供清晰、可

理解的解释的模型［34］。Dushyantha 等［35］提出了

一种结合联邦学习和深度学习的脑肿瘤 MRI 影像

分割方法，利用沙普利加性解释（Shapley additive 
explanation，SHAP）和局部可解释模型无关解释

（local interpretable model-agnostic explanation，
LIME）技术实现可解释的预测，并且其准确度、

灵敏度、特异度和 F1 分数高于传统卷积神经网络

模型。剑桥大学研究团队提出的分类系统将医疗

AI 应用分为 4 类：自解释应用、半解释应用、不

可解释的应用和新模式发现应用，不同类别需要不

同层次的解释。这种分层思路极具实践价值——不

是所有医疗 AI 应用都需要同等深度的解释，应根

据应用风险、专家共识度和临床确定性等因素“量

体裁衣”，避免“一刀切”带来的资源浪费，使可

解释性 AI 技术的应用更加精准、高效［36］。除了可

解释性 AI 外，算法审计技术［37］、差异化数据采集

技术［38］、隐私保护技术［39］、人类监督和控制技术［40］

的创新改进与工具开发也是最终实现“AI 如何服务

人类”价值目标的技术途径。

4.2　完善伦理规制　医疗 AI 技术的快速演进和应

用场景的持续拓展使技术迭代速度与制度调整滞

后性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亟须构建能够适应技术

发展节奏的动态伦理治理机制。这种机制的核心在

于实现治理体系的弹性化、响应化和持续化，通过

制度设计确保伦理规制能够与技术发展保持同步演

进，而非成为技术创新的阻碍。动态伦理治理不仅

是一种方法论创新，更是应对AI伦理挑战的必然选

择，它强调治理手段的灵活性和适应性，能够在技

术发展的不同阶段提供相匹配的伦理约束和引导。

“敏捷治理”框架体现了动态伦理治理的理念［41］。 
这种治理模式区别于传统的大而全的立法方式，而

是通过快速响应、试点先行的方式针对特定问题制

定专门性规范，在医疗 AI 的治理方面，我国相继出

台了《人工智能医用软件产品分类界定指导原则》

《人工智能医疗器械注册审查指导原则》《卫生健

康行业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参考指引》等文件，形成

渐进式、累积型的规制体系。敏捷治理的优势在于

能够快速响应新技术带来的伦理问题，避免因立法

周期过长而导致规制滞后，同时通过观察、实验、

评估的方式逐步完善治理框架，为后续更全面的立

法积累实践经验。分级分类监管模式［30］、负责任

创新机制［42］也为医疗 AI 的伦理治理提供了理论依

据。今后仍需进一步完善数据安全、算法伦理、责

任认定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以确保 AI 技术在医疗

领域的安全、可靠和可持续发展。

4.3　建立全球协同体系　医疗 AI 的治理需要国际

合作，共同应对安全风险和伦理挑战。国际社会普

遍关注 AI 风险问题，并将安全、可靠和值得信赖

的理念纳入多部共识文件。在全球医疗 AI 监管格

局中，大多数关于 AI 的法规都围绕着软件即医疗

器械展开，但不同国家在构建医疗健康体系互操

作性时采取了不同的策略［43］。考虑到全球医疗保

健挑战的共性及 AI 技术无国界的特性，建立协同

治理体系将惠及所有国家。2023 年 6 月，美国与

欧盟贸易和技术委员会就制定自愿的 AI 行为准则

达成共识，该准则依赖于透明度、风险审计以及

与 AI 系统开发相关的其他技术细节［44］。我国在全

球 AI 治理领域提出了多项重要倡议，积极推动全

球 AI 治理体系的建设。2023 年 10 月，我国发布了

《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强调发展、安全、治

理并重，提出了以人为本、智能向善、尊重主权、

互利共享、共商共治等基本原则［45］，为国际社会

提供了重要参考。2024 年 7 月，我国又发布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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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智能全球治理上海宣言》，提出要促进AI 发展、

维护 AI 安全、构建 AI 的治理体系、加强社会参与

和提升公众素养、提升生活品质与社会福祉，呼吁

全球各国政府、科技界、产业界等利益攸关方积极

响应，共同推动 AI 的健康发展［46］。我国积极参与

构建全球协同治理体系，通过建立统一的开发与应

用标准，引导企业和研究机构将伦理与责任融入技

术创新的全过程，促进技术向善发展，增强公众信

任。这种全球性的治理框架还能促进跨国政策协调

与技术标准对接，为各国共同应对医疗 AI 带来的

挑战提供保障，引导全球医疗 AI 企业优化发展战

略与产品设计方向，最终实现技术创新与伦理治理

的良性互动。

5　小　结

医疗 AI 的伦理困境本质上反映了技术进步与

社会价值之间的深刻对话。医疗 AI 技术的发展必

须坚持以人为本的基本原则，其最终目标是提升患

者和整体人群的健康、增进医护人员的福祉。只有

坚持人本主义立场，医疗 AI 的发展才能真正实现

智能向善的伦理初衷。通过多学科协作的治理模

式，将伦理原则嵌入 AI 发展的全生命周期，是实

现医疗 AI 的健康发展、最终达成技术赋能与人文

关怀有机统一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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